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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生计能力视角，通过对渝东 M 镇 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深度访谈从类型比较出发揭示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抗逆力建设的内部差异性。研究发现：囿于生计能力结构的差异化，他们分别采取

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混合式摆动的生计策略应对贫困，呈现出迥异的抗逆行动，建设了不同类

型的抗逆力。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建设了生存型抗逆力；纯务工型搬迁户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建设了健康型抗逆力。生计能力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不同耦合关系是易地扶贫搬

迁移民抗逆力差异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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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作为根治生态脆弱地区贫困问题的政策实

践，易地扶贫搬迁包括减贫与生态保护双重目

标。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宏

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在宏观层面，研究者重

点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机制及易地扶贫搬

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的分析视角有空间

贫困理论[1]、“推—拉”理论[2]、多源流理论[3]与

社会文化转型论[4]。在微观层面，学者们通过运

用可持续生计视角[5]、多维贫困视角[6]与社区营

造视角[7]，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问题。

通过分析搬迁前后贫困人口生计资本的变化情

况[8]，研究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从两方面

影响移民的生计。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益于提升 

移民的生计资本，而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资本的

提升作用最为显著[9]。其次，移民在生计发展上

会遭遇差异化需求无法满足、发展能力不足、帮

扶责任不够等困境[7]。为应对这些生计困境，学

者们认为政府应通过生态补偿[10]、优化资源配置

与生产技能知识培训[11]、加大教育投入[12]、产业

帮扶[13]、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14]等措施增加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拥有量，为易地扶

贫搬迁移民重新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15]。 
综上所述，学术界虽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

生计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但“客体化”“静态

化”现象严重。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内

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的能力均是易地扶贫搬

迁移民生计可持续的关键。现有研究相对忽视了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本身的能动性、动态性和关系

性，无法充分反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应对贫困的

全貌。以往研究者多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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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被动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建设自

身抗逆力的能动性。以上研究的未尽之处正是本

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将生计能力与抗逆力研究

相结合，通过解析生计能力概念的内在结构，以

生计能力为研究视角，以渝东Ｍ镇 105 户易地扶

贫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
①
，探讨这部分建档立卡

搬迁户如何应对困境、建设抗逆力。通过对 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深度访谈了解到，基于这

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他们采

取了不同的生计策略应对生计困境，即短距离摆

动、长距离摆动、混合式摆动[16]。虽然易地扶贫

搬迁移民依靠不同的生计策略建设了抗逆力，但

发现他们最终建设的抗逆力存在一定差异。那

么，这种差异性是如何出现的？本文试图从类型

比较出发揭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抗逆力建设的

内部差异性。 
 
二、生计能力：抗逆力建设的一种 

能力结构 
 

生计能力的系统化分析源于脆弱性与可持

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在脆弱性研

究中，沃格尔(Vogel)认为适应能力是降低脆弱性

的应对能力，是一种长期性、持续性的调整能  
力[17]。在可持续生计研究中，斯米特(Smit)指出

适应能力是系统应对、管理或调整并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生计能力[18]。以上两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区

分适应能力与生计能力，而是将适应能力看作生

计能力的一种，甚至将其等同于生计能力，认为

适应能力是伴随外在环境与制度变迁而进行的

被动调适[19]，忽视了行动者重新构建发展路径的

主动性。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适应能力

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且指涉范围较窄，并不适合

与生计能力混用。由此，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明确提出生计能力概念，他认为生计能

力是行动者面对脆弱性环境时，积极主动处理、

应对冲击并不断利用、创造机会的能力[20]，其不

仅指涉行动者的被动调适，更强调他们的主动反

抗，是一种单一的内生能力或外在赋予的能力。 
不过，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虽提出

了生计能力概念，却没有对生计能力的内在结构

进行解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研

究。这引起后来学者在研究生计能力时或将其等

同于行为主体的行动结果[21]，或将其简单化为生

计资本[22]，或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23]，以衡量生

计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及如何得到提升。 
概括而言，已有的生计能力研究呈现以下特

征。首先，生计能力概念的多样化。在微观层面

的家庭自主发展方面[24]，研究者认为生计能力是

家庭利用已有知识技能获取资源以满足自身发

展的能力[25]。在宏观层面的政策赋予方面，学者

指出生计能力是政府给予的在土地或住房安置、

就业安置及社会保险安置方面的能力[26]。也有学

者完全跟随国外研究，将生计能力看作应对脆弱

性环境、实现生计可持续的能力[19]。其次，生计

能力操作中的简单化与片面化。基于可持续生计

分析框架，研究者将生计能力看成生计资本[27]，

通过定量分析以生计资本的变化[28]衡量生计能

力的变化[23]。也有学者将生计能力与可行能力结

合，某种程度上将生计能力等同于可行能力，并

将其视为资本获取能力、就业能力及社会风险应

对能力[21]。还有学者指出，生计能力处于一个动

态变化过程中，应从整合观、生计资本观及管理

观三个层面进行生计能力的动态分析，并将生计

能力具体化为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环

境适应能力以及生计创新能力[29]。最后，生计能

力提升方面的外助性与被动性。在宏观策略方

面，学者们认为应该通过外部力量(制度、政策)
创造“授能环境”[30]、改变生态环境[31]、重塑社

会空间[15]、提升社会保障支撑能力[27]以提高生计

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研究者指出应该通过生态

补偿[32]、推进教育改革[33]、提供功能完备的基础

设施、职业技术培训[34]、搭建有利关系网[25]等不

断提升生计能力。 
为完整把握生计能力，在吸收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试图重新界定生计能力概念，认为生

计能力是一种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能力结构。这

一能力结构既是行动者自身脑力与体力的结合，

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的承载。相较于传统意义上

的生计能力，此处的生计能力包含两方面的拓

展：首先，将生计能力由单一的能力概念转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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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过程的结合体。其次，不再将通过生计能力

应对逆境的行动视为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将其

放入社会行动范畴中。行动者的生计行动具有一

定的社会意义，他们的行动嵌入于宏观的社会结

构中，且“不再按照以纯粹自我利益为基础所描

述的方式进行，而是受混合性动机的驱动”[35]，

同时也受社会关系网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提出

生计能力是一种能力结构后，如何进行生计能力

的操作化对于抗逆力的建设至关重要。结合研究

目的，本文认为，行动者应对逆境的实质可以视

为，在嵌入各种微观、宏观环境的过程中，行动

者依靠什么或者能否通过与各种系统之间的交

换成功规避风险。正如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

饥荒》中对“饥饿”所做的解释一样，他认为“饥

饿”的产生实际由交换权利下降导致，即无法通

过充分“交换”获取“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交

换权利不仅仅依赖于自然交换与市场交换，还依

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36]。通过对阿马蒂

亚·森“交换”分析方法的探讨可知，“交换”

的顺利展开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关键，这要求行

动者在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及社会交换中拥有较

高的交换能力。具体到抗逆力建设，生计能力除

包含三种交换能力外，还指涉自主适应与能动转

换过程。 
自然交换能力是行动者通过向自然界投入

资本，以获取自然界物质回报的能力。易地扶贫

搬迁移民在与自然系统互动的过程中，农业生产

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程度成为制约其自然交换能

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交换能力指行动者通过

市场机制，在市场交换中直接或间接使用各种资

产产权进行交易的能力[37]。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

资产产权即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品商品化程度与市场参

与程度会制约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市场交换能力

的发挥，影响抗逆力的建设。社会交换能力即主

体通过利用社会关系网中的各种资本存量与人

际信任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及

其结构对社会交换能力的影响显著。社会关系网

络规模的大小可以反映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通

过关系网获取社会支持的强弱以及其调动资源

能力的大小，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合理与否会产

生不同的社会效用[38]。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强调

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过程。自主适应指的是

行动者沿着原先的轨迹发展，通过生产性要素的

复制与转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并在当

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继续发展。能动转换重在进

入新的发展轨迹，即行动者在复制、转化生产性

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创建新系统，将已有经验和

新知识重新组合，从一种稳定状态进入另一种稳

定状态。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而言，他们首先通过

向自然界投入资本，获取物质回馈，以改变自然

交换能力。与自然交换的成功意味着他们有足够

的能力进入市场，与自然交换的失利表明他们市

场支配力的下降，这使得他们无法通过市场购买

弥补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不足。市场交换能力的提

升需要持续不断的自然资源供给，自然资源的数

量与质量极大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市场掌

控能力。当市场交换能力不足，易地扶贫搬迁移

民在促进农牧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因遭

遇风险而影响自身的抗逆力建设。其次，外界力

量给予的高效帮扶能够极大提高易地扶贫搬迁

移民的市场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的不断增长

又会反向增量他们的资本存量，促使其积极投入

社会交换，通过提升社会交换能力获取多样化社

会资源。再次，通过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行动者之

间的良性互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交换能

力逐渐增强。在社会交换能力增强的情况下，他

们有足够的资本投向自然界，其自然交换能力随

之得到提高。最后，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

力、社会交换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

者共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抗逆力建设。当这三

者之间如出现不良耦合，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将面

临生计困境，反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则会建设

高水平的抗逆力。此外，抗逆力建设强调主动适

应基础上的积极转换，是一个应对风险的动态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凭借适应

机制应对风险环境，并在自主适应的基础上，通

过能动转换建设高层次的抗逆力。所以，自主适

应与能动转换之间紧密相关，前者为后者提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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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自主适应过程中适应结果的良好与否对是否

能够更新生活状态进入能动转换阶段产生重要

影响[16]。 
 

三、抗逆力建设的类型比较 
 

“抗逆力不是青年人的专利，它是与生命进

程相伴终生的生命动力，是各个生命阶段、各种

社会人群都有待挖掘的抗力”[39]。这种抗力着重

探究主体遭遇逆境时如何抵御风险，如何在适应

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发展状态。由此，现行的抗逆

力不同于传统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传统工程

学意义上的抗逆力强调压力与回弹，现行的抗逆

力则强调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转换。在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建档立卡搬迁户是具有

能动性、能不断改变和形塑自身生计策略的社会

行动者。即便他们属于“贫中之贫”，但在建设

自身抗逆力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积极的决策者。在

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能动性的同时，也要充分

重视这一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及其生计策略的差

异性。因生计能力结构的不同，易地扶贫搬迁移

民分化为三种类型的搬迁户，呈现出迥异的抗逆

行动特征，由此建设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抗逆力。

在短距离摆动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建设

了生存型抗逆力；在长距离摆动中，纯务工型搬

迁户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中，农工

共存型搬迁户建设了健康型抗逆力。 
(一) 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

②
建设了生存

型抗逆力 
生存型抗逆力指的是，短距离摆动过程中，

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维

持家庭发展。这种类型的搬迁户往往由于家庭劳

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不佳，难以通过“纯外出务工”

提升交换能力，也难以通过“半工半耕”在代与

代之间形成家庭合力，促使家庭实现长远发展。

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拥有一定的土地资源，

以家庭经营为主，他们通过自主经营与集体经济

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值，并从事少量非农生产活

动。囿于生计能力限制，这部分搬迁户会采取风

险规避行为，这制约了他们参与高风险、高收益

的经济活动。这种类型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具有较

强的动态性特征，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在实际交

换过程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以自然交换

与社会交换中的制度性交换为主，辅之以市场交

换与社会交换中的关系性交换。对于这部分搬迁

户而言，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

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均较弱，这使得

家庭处于较弱的资源配置状态，进而导致以农为

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处于一种维持型的发展状态。

因此，这部分搬迁户的抗逆力建设基于满足基本

生存，属于生存型抗逆力。 
1. 以“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  

能力 

在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农为主的兼

业型搬迁户有 25 户，这部分搬迁户的家庭劳动

力数主要是 1~2 人，户主年龄集中在 51~65 岁之

间，文化水平均为小学及以下。他们青壮年时期

曾外出务工，经常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现多患

有腰椎间盘突出、矽肺病及其他各种慢性病，已

不再依靠务工谋生。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现

平均拥有 3~8 亩的土地，在从事农业生产时，他

们多依靠自身，很少借助外界力量，交换能力较

低。在家庭消费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为获得

更多的增收机会，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通过

农业的精细化、专业化生产提升自身的自然交换

能力。但受限于土地资源、人力资本及外出务工

经历，这部分搬迁户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阶段

只能以“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能力。 
在自主适应阶段的农业精细化生产中，以农

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冲破“资源依赖”困境，以

提升人力资本与种植市场导向的农产品来降低

因自然风险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如他们会参加

技能培训活动，种植脆李、中药材等经济作物。

除种植业外，3 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还以

种养殖业的均衡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半自给自

足。精细化农业生产虽短时期内满足了这部分搬

迁户的发展需求，但因受限于家庭结构、资源禀

赋，其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程度较低。在与自然界

进行互动时，自然交换能力的优势地位不太显

现，更易于遭受自然风险冲击。为进一步提升自

然交换能力，改变生存状态，以农为主的兼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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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户由自主适应走向能动转换，积极开展农业

的专业化生产。在农业劳动力人口不断向非农行

业转移的情况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农业生产的

专业化与家庭内劳动力务农数量密切相关。家庭

内务农人数越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不

一定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专业化。以农为主的兼业

型搬迁户中的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对农

业收入的依赖性极强，承受自然风险的能力较

弱。这使得这部分搬迁户无法选择高度专业化的

生产方式，而是代之以一种“小而全”的低度专

业化生产方式，如他们大多会同时种植生产成本

低、技术含量低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专业化

生产虽有效地避免了因生产不确定性而带来的

自然风险，明显地提升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

户的自然交换能力，但提升幅度有限。 
2. 较低的市场参与程度影响市场交换能力

提升 

在传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降低的背景

下，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通过改变传统种植

方式、加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市场环境，以自主经营的方式与市场进行交换，

其自然交换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对于这

部分搬迁户而言，农业收入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

入来源，他们虽加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却

仍采取小规模的销售模式。囿于家庭劳动力数量

与质量，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承受市场交易

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成本

较低的经济作物，如贝母、脆李等。在能动转换

阶段，为改变市场交换中的弱势地位，以农为主

的兼业型搬迁户选择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介入下

的生产模式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加工以延长产品

的保质期，能够快速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或扩大销

售规模，增强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市场谈

判能力，提高他们农产品的售卖单价，这能够最

大程度降低其单独交换的产业风险
③
。但在易地

扶贫搬迁移民异质性突出的情况下，他们从合作

社提供的销售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作为

耕地面积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都不佳的以农为

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他们虽也以农业生产性投资

提升市场交换能力，但受限于家庭结构、生计资

本拥有状况、土地经营规模等，其种养殖规模普

遍较小，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程度较低，统一销售

获得的收入相对有限，一年的现金收入保持在   
10 000~20 000 元之间。除出售农产品外，以农为

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还以劳动力商品化形式提升

其市场交换能力，但依家庭劳动力务工时间的长

短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农闲时，这

部分搬迁户会进入短工市场，通过从事“体力活”

换取少量现金收入。据这部分搬迁户表示，他们

一年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为 3~4 个月，每天只能

赚取 100~180 元的现金收入。 
3. 以无形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抗逆力是镶嵌在系统—文化之网的动态关

系过程[39]，社会交换能力的提升显著地作用于易

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抗逆力建设。对于以农为主的

兼业型搬迁户而言，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更倾向

于采取一种依赖自我与不信任他人的自我保护

策略。在自主适应阶段，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情感

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无论是物质交换还是服务

交换，25 户家庭都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保持较

为密切的互动。在能动转换阶段，以利益渗入下

为主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21 户家庭囿于

自身资产的有限以及家庭特性，很少与其他行动

者产生“金钱”纠葛。这部分搬迁户几乎退出了

农村社会中与金钱有关的“借钱”“饮食社交”“送

人情”等社交活动，他们表示“我们一般不会找

别个借钱，本身有点穷，你就找他帮忙，他们也

有点怕。”“请人吃饭，一张桌子就是七八百，一

唱歌就是一千块。我们没得钱，就懒得搞，自己

靠自己就好了”。“这边的人情送的很大，我们送

不起，送的少，对不起人。多的话，我们又没得”。

不过，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仍会与其他行动

者维持积极的无形资源交换，如邻里之间的互帮

互助等。在情感与利益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

序格局关系网中，5 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

通过与安置点村民、迁入地村民“结姐妹”“拜

把子”等方式获取了情感支持与就业信息。拟血

缘关系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

迁户的关系结构，还调整了他们的资源配置方

式，这对于他们的抗逆力建设而言是一种改变，

即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取并利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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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对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而言，首先，

他们以“小而全”的农业生产提升自然交换能力，

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只能以小规模农

产品参与市场交换。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农产品

的小规模销售与不充分就业无法保证以农为主

的兼业型搬迁户获得足够的现金收入，他们只能

以有限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增强自身的自然交换

能力。其次，市场交换中获取的少量收入虽增加

了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资本存量，但他们

仍缺少最大限度扩展关系网的资本，这促使他们

采用无形资源交换的方式增长社会交换能力。社

会交换能力的增长能够帮助以农为主的兼业型

搬迁户降低成本、规避市场交换中的风险以及为

他们带来少量收入。最后，虽然以农为主的兼业

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提升幅度有限，但仍为

他们增长社会交换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社会交换能力的有限增长也为他们提供了规避

自然风险所需的社会支持。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

换过程中，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

能力、市场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均得到提升。

囿于提升幅度有限，三种交换能力相互之间的作

用力度受限，这种较弱的联结作用最终促使以农

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采取自我保护策略，他们更

愿意通过依赖自我与不信任他人的方式应对逆

境，呈现出一种保守的、产品多样化的且主动性

不足、依附性显著的抗逆行动特征，最终提高了

生存型抗逆力。 
(二) 纯务工型搬迁户建设了发展型抗逆力 
发展型抗逆力指的是，纯务工型搬迁户通过

自主就业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与再生产，但短时

期内难以实现健康型抗逆力的建设目标。在发展

型抗逆力中，纯务工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较

弱，家庭内部没有出现代际整合力。换言之，这

部分搬迁户虽拥有少量自然资源，但他们并没有

以此为生，而是在第二或第三产业中从事需要一

定技术含量的工种。他们通过就业活动不断提升

自身的资本转换能力，最大程度促进家庭健康发

展。在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过程中，较高的市场

交换能力与社会交换能力共同作用于纯务工型

搬迁户的贫困应对过程，促使他们提高了发展型

抗逆力。 
1. 以自主就业提升市场交换能力 

在 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有 49 户家

庭采取长距离摆动。这部分搬迁户认为摆脱贫困

的推力主要来源于非农活动，正如他们所言“种

田是发不了财滴”。因此，在家庭劳动力质量一

定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较少的纯务工型搬迁户

更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纯务工型搬迁户多为 3
人户、4 人户的核心家庭，户主年龄介于 25~45
岁之间，受教育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上。这部分搬

迁户每年的务工时间为 10 个月左右，家中的男

性劳动力主要选择在制造、建筑、采掘、交通运

输等行业就业，每月的现金收入为 7 000~10 000
元；女性劳动力则选择在餐饮行业就业，每月的

收入为 2 000~3 000 元。当在务工地出现“暂时

性失业”时，部分纯务工型搬迁户也会摆回迁入

地，以从事技术含量稍高的“活路”换取每天

200~300 元的现金收入。纯务工型搬迁户的市场

交换能力显著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他

们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充分利用市场机会，

提升自身的市场交换能力。 
2. 以有限的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纯务工型搬迁户通过灵活维持与拓展各种

非正式关系网，提升社会交换能力，获取多样化

资源。自主适应阶段，在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情感

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这部分搬迁户在物质交换

与服务交换方面与有血缘关系的人保持较为频

繁的互动。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农工共

存型搬迁户不同的是，56%的纯务工型搬迁户还

会以“人情租赁”的形式将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

流转给有血缘关系的人，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

系。能动转换阶段，在利益渗入下的工具性差序

格局关系网中，纯务工型搬迁户没有很好地经营

迁出地的地缘关系网，与迁入地之间的“新”地

缘关系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他们从地缘关系

中获取的“金钱”帮助较为有限。为提升社会交

换能力，纯务工型搬迁户在“饮食活动”与“送

人情”方面与迁入地、务工地的行动者积极互动，

以获取就业信息、换取情感慰藉。在情感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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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中，纯务

工型搬迁户通过与迁入地、务工地的其他行动者

建立“拟血缘”关系，获取多样化资源，提升社

会交换能力。在走访中了解到，纯务工型搬迁户

LYP 的丈夫 2015 年因病去世，随后她随同子女

外出务工。闲暇时，她也会返回安置点生活一段

时间。2017 年，在返回安置点居住期间，她认识

了同样失去丈夫的纯务工型搬迁户 YXL。“前年

她老公死的时候在下边整酒了，我就经历过那些

嘛，蛮惨的，后来我们就认识了，现在就是蛮好

的姐妹。”之后，只要她们回到安置点就会结伴

而行。LYP 与 YXL 之间的“姐妹”关系说明社

会交换倾向于发生在占有相似或临近社会位置

的行动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存在为她们带来了情

感慰藉。对于 LYP 与 YXL 而言，以“姐妹”称

呼建立的关系，不仅将她们置于一种家人关系序

列，更使得她们以“姐妹”的名义实现了资源上

的互利互惠。 
不同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纯务工型

搬迁户的生计能力结构中缺少自然交换能力。这

部分搬迁户通过自主就业活动提升市场交换能

力，市场交换中能动性的就业活动极大地增加了

他们的资本存量，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维持、扩

展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之间的关系网，提升

社会交换能力。较为完整的关系网同样为纯务工

型搬迁户市场交换能力的增长提供了众多支持，

如降低市场成本、规避市场风险、增加收入、加

大市场经营性投资等。市场交换能力与社会交换

能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促进了纯务工型搬迁

户的发展。他们采取选择性依赖他人策略，呈现

出自主性突出的抗逆行动特征。但由于自然交换

能力的“缺场”，纯务工型搬迁户最终建设了发

展型抗逆力。 
(三 )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建设了健康型抗  

逆力 
健康型抗逆力指的是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不

仅依靠自身顺利实现家庭发展，还积极拓展外部

有利资源，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在健康型抗逆

力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市场

交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

换都处于最佳状态。首先，这是因为“农工共存”

为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带来很强的物质资产与

金融资产。其次，基于理性考虑，混合式摆动的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明确

分工，提升了家庭内部的代际整合力，实现了短

距离摆动与长距离摆动的优势互补。这部分搬迁

户既依靠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又积极投

入到市场交换与社会交换中。通过利用多样化策

略与支持，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实现了家庭由自主

适应到能动转换的快速转化，促进了家庭的最优

发展。在实际交换中，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

会交换同步进行，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换能力、

社会交换能力以及自主适应与能动转换之间相

互激荡，共同促成健康型抗逆力建设。 
1. 以“大而专”的生产方式增强自然交换  

能力 

105 户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中，31 户家庭采取

混合式摆动。他们多以 5 人户、6 人户为主的家

庭，甚至还有 9 人户的联合家庭，家庭劳动力数

量为 3~7 人。这部分搬迁户的户主年龄虽与以农

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无异，但家中仍有年龄介于

25~45 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其文化

水平多为初中、高中及以上。农工共存型搬迁户

每户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 10~40 亩，在从事农

业生产或非农业生产时除依靠自身，还会积极寻

求外界支持。相较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家庭要素禀赋、交易能力方

面的优势地位显著，他们通过“大而专”的生产

方式增强自身的自然交换能力。 
在自主适应阶段，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依靠自

身最大限度冲破“资源依赖”困境，以增加人力

资源存量与种植大面积市场导向的经济作物降

低因自然风险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如这部分搬

迁户中的中老年劳动力与青壮年劳动力都会参

加技能培训活动，并种植烤烟、中药材等经济收

益较高的作物。除种植业外，有 12 户农工共存

型搬迁户还以发展养殖业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

化。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不同，农工共存

型搬迁户在家庭结构、资源禀赋方面有优势，其

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程度较高，规避自然风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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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精细化生产

虽能够提升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自然交换能力，

但“大”而“不专”的生产方式仍无法最大限度

促进他们自然交换能力的增长。农工共存型搬迁

户通过流转同村人的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由

自主适应走向能动转换，展开农业的专业化生

产。不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专业化生产虽

一方面给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带来可观收益，另一

方面却也存在自担风险的困境。为规避农业生产

风险，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主动加入合作社组织，

合作社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与技术推广服务极大

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化水平，为他们谋求了更长远

的发展。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劳动力数量与质

量、资金来源、种养殖规模等方面都高于以农为

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无论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

营，都属于一种高度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其自然

交换能力的提升速度远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

搬迁户。 
2. 以较高的商品化程度提升市场交换能力 

在农产品商品化方面，无论是传统农产品交

换还是现代经济作物交换，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都

选择以较大规模交换活动换取现金收入。这是因

为相较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

搬迁户不仅拥有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还能够获取

较高的非农收入，这满足了他们扩大农业生产的

需求。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得这部分搬迁户

更易于遭受市场风险的冲击，为规避风险，急需

合作社组织的介入。合作社的介入很好地改善了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在复杂市场体系下既无精力、

也无能力关注销售活动，只能听任收购方的现

状。作为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代理人，合作社代

表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与收购方进行市场谈判，为

他们争取被其他市场主体占据的利润，并节省交

易成本，这极大地增加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农

业收入，提升了他们的市场交换能力。与小户经

营的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不同，农工共存型

搬迁户的生产规模较大，统一销售带来的收入更

为可观，一般为每年 40 000~90 000 元。此外，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还通过不断加大土地租赁投

资、生产资料投资、生产技术投资、劳动力投资

等农业生产性投资力度，最大限度提升市场交换

能力。 
劳动力商品化方面，农闲时，农工共存型搬

迁户中的中老年劳动力也会进入城镇的“短工”

市场，以赚取较少的现金收入，他们的务工时间

与以农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基本一致。这部分搬

迁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则选择外出务工，务工时

间为 10 个月左右，其工资性收入多为每月 7 000~  
12 000 元。外出务工显著地改变了农工共存型搬

迁户的家庭经济结构，使得他们有了新的收入来

源。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同样改变了家庭

的农业生产安排，即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农业生

产劳动逐渐减少，单位劳动报酬却不断增长。这

是因为青壮年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提升了

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资本要素的购买力(如除草剂、

除草机、技术产品)，正如研究者所言，“外出务

工农民将务工收入投入农业经营活动中，借以获

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这体现了节约劳动的技术变

迁逻辑，即农户的动机在于节约农业生产中的人

工投入，以便将更多劳动投入劳动力市场中”[40]。 
3. 以完整的人情互动增长社会交换能力 

与其他两种搬迁户不同的是，农工共存型搬

迁户拥有较为完整的社会关系网，他们通过拓展

各种关系网，提升社会交换能力。在以血缘关系

为主的情感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一方面，在以

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中，中老年

劳动力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稳定

的后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实现家庭收入

的最大化的奋斗中。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也

能够为中老年劳动力提供资金支持，为保证他们

在农村的稳定生活不断输送各种资源。这部分搬

迁户还与血缘关系网中的其他行动者在物质交

换与服务交换上保持密切联系。在利益渗入下的

工具性差序格局关系网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完

整地维持着原有的关系网，他们在“借钱”“饮

食活动”“送人情”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中与迁

出地、迁入地、务工地的其他行动者保持积极互

动，主动参与各种仪式性活动，以换取现金收入、

降低生活成本、获取就业信息、得到情感慰藉等。

在情感与利益共同渗入的拟血缘化的差序格局

关系网中，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以“姐妹”或“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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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称呼将正式关系或非正式关系转化为一种

非正式的“拟血缘”关系，扩展社会关系网的辐

射范围，提升社会交换能力。如农工共存型搬迁

户 ZSG 在进入安置点后就积极参与迁入地的各

项事务，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其成功“打入”

迁入地的一个“小组织”。据 ZSG 所言，他们建

立了一个名为“Y 村乱劈柴”的微信群。闲暇时，

他们会通过微信群发布一些吃饭、喝酒、打麻将

的信息。饮食活动产生的费用通常采取“分摊”

方式，他们也会委托一位“会计”定期收取一定

的“活动经费”。ZSG 也在该群体内，他总是积

极跟随其他成员的步伐，主动参与这个小群体的

所有活动。通过与群内其他成员的积极互动，他

们之间建立了“兄弟”情谊，ZSG 也在迁入地获

得了一些资源，如少量的土地资源、Y 村电厂的

不充分就业机会等。 
对于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而言，首先，他们 

“大而专”的生产方式提升了其自然交换能力，

这使得这部分搬迁户拥有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市

场进行交换。农产品的大规模销售与此过程带来

的就业活动使农工共存型搬迁户获得足够的现

金收入，这为其加大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强自

然交换能力提供了可能。其次，市场交换中获取

的现金收入极大地增加了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的

资本存量，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维持与扩展迁

出地、迁入地、务工地的关系网，提升了社会交

换能力。与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之间完整的

关系网能够帮助农工共存型搬迁户降低市场交

易成本、规避市场交换风险、增加收入、加大生

产性投资的力度。最后，不断提升的自然交换能

力为农工共存型搬迁户维持、拓展关系网并提升

社会交换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交换

能力的极大增长也为他们提供了规避自然风险

所需的多样化社会支持。自然交换能力、市场交

换能力、社会交换能力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农

工共存型搬迁户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其生计能力

结构与抗逆力建设之间呈现良性耦合。这部分搬

迁户采取更加灵活的、社交性最健康的策略，呈

现出组织化、合作化、交换策略多样化、协作主

体多元化的抗逆行动特征，建设了健康型抗   
逆力。 

 

四、结语 
 
从既有的扶贫实践中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

迁发挥了重要作用，“搬迁”于移民而言利大于

弊。搬迁为移民提供了“摆动”的契机，他们在

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迁出地、务工地与迁入地三个

中心，通过摆动，他们的交换能力呈现不断增长

的趋势，其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的移民在

摆动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生存方式，其生产

生活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事实证明，摆动状态

更利于移民抗逆力建设，而不同的摆动方式又会

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中混合式摆动更能够帮助移

民建设高水平抗逆力。为早日实现乡村振兴，应

继续致力于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建设。其一，

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与能够承

担责任的差异化，政府应对他们进行分类，实施

家庭政策时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样才能真正激活

他们的发展潜力。应鼓励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选择

最有利的摆动策略，通过多样化生计方式促进家

庭形成稳定的风险应对模式，建设高水平的家庭

抗逆力，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贡献力量。其二，政

府不仅应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

还应充分考虑公共品供给与移民需求之间的契

合度，充分挖掘社区的资源蓄积力，加强社区内

移民的自治力与合作力，建设高水平的社区抗逆

力，如加大移民的技能培训力度、引进扶贫车间、

开发特色产业、支持合作社发展等。家庭抗逆力

与社区抗逆力的完美呈现能够最大限度激发易

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创造力，助推乡村振兴早日 
实现。 

 
注释： 
 

① 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于距离Ｍ镇 1.2公里远的Y
村，起建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土地均为流转而来，建

房方式为联合统建。在质量把关方面，由 Y 村村委会

与 M 镇政府合力进行。现一期已建房屋 12 栋，建房面

积 25 000 平方米，每套房屋面积 106 平方米。结合 W
县扶贫攻坚的总体要求，M 镇的贫困户搬迁对象必须

是 W 县常住农村人口且在搬迁方案实施前未享受过任

何搬迁政策性补助的建卡贫困户、低保户和居住在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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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地区的窎远户等“特类人群”。具体的搬迁条件为：

具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基本条件且自愿搬迁的建卡

贫困户以及贫困程度特别深、自身无能力实施搬迁且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深度贫困户：(1)家庭成员经专业医

疗机构鉴定的重病户或由县以上残联行文认定为重度

残疾；(2)现居住偏远窎散，交通、饮水、通信等十分

不便，离村级主干道 3 公里以上或野生动物危害严重导

致农作物损失 50%以上；(3)农村无房户和窝棚户或经

有关机构鉴定的 D 级危房户、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且必

须搬迁避让的地灾户。搬迁程序为：M 镇按照“农户申

请、村级初提、驻村工作队调查核实、乡镇复查审核、

县级复核”“五步走”程序，严把搬迁户的调查登记关、

对象审查关、公示公告关，确保对象识别精准、应搬尽

搬。在具体搬迁过程中，因为安置点离 M 镇比较近，

方便宜居，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只是向符合条件的搬迁户

介绍了政府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政策，基本没有向他们

做动员工作。经过政策宣传后，符合条件的搬迁户积极

申请在安置点购买房屋，房子很快售空。安置点内现已

入住移民 215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05 户。安置点

二期工程于 2018 年起建，预计 2019 年完工。2018 年 6
月—9 月，前往渝东Ｍ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展开实地

调研。在相关负责人的帮助下，笔者对安置点中 215
户搬迁家庭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因本文致力于分析建

档立卡搬迁户的抗逆力建设，所以没有访谈非建档立卡

搬迁户。本文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实地调研，并对

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进行了二次回访。 
② 王春光在对中国农民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时，将其划分为

8 个阶层，即无业者(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全部时

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以农为主兼业者(一年中务

农时间多于非农时间的人)、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一年中

务农时间少于非农时间的人)、打工者(被他人雇用了去

从事有偿劳动的人)、农村个体户(自己当老板，可能有

少量雇工的人)、农村企业主(雇工 8 人以上的投资经营

者)、农村干部(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

农村干部。本文关于搬迁户的社会分层借鉴了王春光的

社会分层方式，将建档立卡搬迁户分为以农为主的兼业

型搬迁户、纯务工型搬迁户、农工共存型搬迁户，以农

为主的兼业型搬迁户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源(即土地)，以

家庭经营为主，还会从事少量的体力劳动。纯务工型搬

迁户虽拥有少量自然资源，但并不以此为生，多在二、

三产业中从事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泥瓦匠、司

机及厨师等。农工共存型搬迁户既依靠自然资源进行农

业生产活动，又拥有某项技术获取其他收入。 
③ 产业风险指由于政策变动、环境变化和市场波动等原

因，部分经济主体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具有客观性、

隐蔽性、传递性和可控性 4 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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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ype comparison and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Taking 105 migrants in inhospitable areas of M town in 

easter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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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Qi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ability,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5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f migrants in inhospitable areas in M town,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type comparison, 
reveals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f migrants in 
inhospitable areas. It is found that, limit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livelihood ability structure, they respectively 
adopted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short distance swing, long distance swing and mixed swing to cope with 
poverty, and presented different resilience actions and constructed different types of resilience. The part-time 
farmers constructed survivability resilience, pure migrant workers constructed developmental resilience,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constructed healthful resilience.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livelihood ability structure are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differentiated 
resil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f migrants in inhospitable areas.  
Key Words: livelihood ability; type comparison; survivability resilience; developmental resilience; healthfu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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